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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國學生周報》（以下簡稱《學周》）創刊於 1952 年 7 月 28 日，
停刊於 1974 年 7 月 20 日，22 年間共刊行了 1,128 期。它的創刊剛好迎上韓戰
後期，美國加強對中國大陸的軍事、政治、經濟與文化圍堵；在東南亞自由地
區通過軍事、經濟與文化援助，影響當地政府加強對共產主義活動的禁制，嚴
防其思想的傳播。在其後的廿多年，不斷與當地的左派勢力進行對抗。特別在
文化戰線上，通過大量的資金與實質援助影響當地的傳媒、教育、出版機構，
宣揚美式西方民主、自由、科學和美國生活方式以抗衡中共的文化統戰。

 《學周》是友聯出版社旗下的首份期刊。該社由一群 1949 年前後由大
陸來港的青年大學生創辦，其共同想法是不同意馬列主義，反對大陸的共產政
權，要「教導自由世界，尤其東南亞的中國青年認清共產主義和共黨統治的真
相，與東南亞其他人民全心合作，以對抗共黨的顛覆活動。我們所有中文出版
物，殊途同歸地都以東南亞華僑為主要對象──知識份子、青年學生、以及兒
童。」（刊於友聯出版社介紹小冊，轉引自《博益月刊》第 14 期，1988 年 10
月 15 日）。《學周》出版後，友聯先後再出版了對象是知識份子的《祖國周刊》
（1953 年 1 月創刊）、《兒童樂園》半月刊 (1953 年 1 月創刊 )、《大學生活》
月刊（1955 年 4 月創刊），並設立了研究中國國情的友聯研究所，和友聯書報
發行公司，友聯印刷廠等。

 反共無疑是《學周》的其中一項任務，但《學周》並非一份政治刊物
而是份文化刊物，觀其 22 年來的表現，它起的作用是要從思想與文化生活上
影響青年一代，是比較長期的潛移默化。其中文化生活包括青年人的娛樂喜好、
課外活動、文化藝術欣賞與創作。

 本文觀察、分析《學周》在五、六十年代左右派文化統戰中所扮演的
文化、藝術角色，嘗試了解西方自由主義、現代主義如何混融於它一向堅持的
中國人文傳統本位，和這幾種力量在不同時期的碰撞、爭持。論述範圍會由它
在五十年代文化統戰中所起的作用和顯著特徵，逐漸縮窄到它看待西方文學藝
術的態度，特別是電影這個方面。之後集中探討它在六十年代引進西方現代電
影思潮，形成一股欣賞、評論與創作的活潑風氣，從而衍生了七十年代香港的
新電影文化的歷程。

 至於美援如何作用於《學周》及其領導機構友聯出版社、《學周》的
內部結構，經濟運作和其業務發展的關係，這些研究都需要大量的一手資料而
目前並不具備，因此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本文研究主要從外部觀察和《學周》
的文本表現著眼。由於作者在《學周》編輯部工作了七年，自然也帶有一些內
部觀察和個人體驗的成份。



《學周》的萌芽期

 《學周》創刊時宣稱這是「由中國學生辦的，為中國學生辦的」刊物，
「因此才能真實反映中國學生的心聲，由它做紐帶，把海外各地區的青年同學
們連成一氣，用它來互相傾吐情感，溝通思想，交換知識，從而獲得新的信心，
重新振作起來摸索我們祖國的前程。」為自由世界作文化統戰的目的昭然若揭。
但《學周》的一個重要特色，也是最顯成效的地方是它從思想與文化生活多方
面去體察和接近青年人，態度熱誠親切，有別於一般的文化統戰刊物。

 1952 年 7 月創刊時只有四版，其中學界新聞、動態佔一版，「生活與
思想」佔一版，主要刊登學生、青年文藝習作和議論短文的「拓墾」佔一版，
最後是比較成熟的文藝創作「新苗」、輕鬆的生活知識趣味「快活谷」和學界
體育活動消息共佔一版。到 1952 年 12 月，擴增到八版：1）海外及本港文化、
教育消息與社論「學壇」；2）生活與思想；3）讀書研究；4）體育；5）新苗；
6）拓墾；7）快活谷；8）藝術生活。

 就中可以看到，比較嚴肅地談思想與學習的只有兩版：「新苗」、「拓
墾」都是文藝版，且以刊登青年、學生的來稿為主：「快活谷」、「藝術生活」
都以較輕鬆的方式或評介或談論日常生活和戲劇、電影、音樂、繪畫藝術，而
且也大量刊登學生的投稿。這樣一份專為學生、青年而辦又多方面照顧的刊物，
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和海外華人社會都絕無僅有，因此出版不到一年就受到學
界和學生的歡迎。四個月後宣佈成立學生劇團和籃球隊並公開招收成員，五個
月後擴版至八版，並有時附加畫頁。在創刊一周年報慶時，它透露銷路已從最
初的數百份擴大到兩萬多份，分銷到台灣（只部分訂戶）、東南亞和歐美華人
社區並建立了發行網。在香港，報攤之外，已在 127 間學校建立了代售站，有
45 間書店代售，每期單在港九新界實銷已達 12,000 份。

徵求電影評論 

 《學周》在重視文藝之同時，似乎特別看重電影這青年人特別愛好的
流行藝術／娛樂。在創刊的頭幾期已有談電影創作和欣賞的短文，並公開徵求
影評來稿。第四期起就出現個別影片影評；而從第六期起，署名辛生的影評人
就經常出現，評論的影片以外語片為多，間中也寫寫國語片。《學周》的學生
劇團首次公演國語話劇《大馬戲團》，他有參與劇本改編的討論，並寫了多篇
有關這個劇的推介和評論。

 藝術生活版每期至少有一篇談論電影的文章，辛生的影評、劇評斷斷
續續寫了一年。基本上，他採取溫和理性的態度和筆法，即使左派公司的出
品，他也嘗試客觀地去欣賞批評。他崇尚西方的自由主義，卻是帶著未曾充分
享有過民主、自由、科學成果的中國知識份子的艷羨目光去看西方藝術。在評
論改編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名作《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的影片《淘金夢》（第 29 期，1953 年 2 月 6 日）時寫道：「看了《淘
金夢》很感動，因為它發掘了生活痛苦的根源，表現出自由的可貴，和人類向
上的希望。」同時既感喟又羨慕美國的言論自由，可以同時宣揚商品／資本主
義，又容許批評資本主義。當然，在《學周》的篇幅中，批評資本主義的文章
絕無僅有。



 像辛生那樣受著傳統的薰陶卻又崇慕西方自由主義，以一種比較開明、
兼容的態度看待藝術的作者尚有不少。比方黃友棣的〈古典派•浪漫派•現代
派〉（第 36 期，1953 年 3 月 27 日）認為三派並非對立的，反而是一種延續發
展的現象，而藝術貴在「自由創造」。但在另一篇〈爵士音樂的特性及其他〉（第
37 期，1953 年 4 月 3 日）則認為爵士樂是「一種生活態度」、「生活的點綴」，
偶爾聽聽無妨，但要追求「優美恬靜的精神安息」還得「回到古典音樂的樹蔭
下」。平原在〈什麼是藝術？〉（第 41 期，1953 年 5 月 1 日）中表示：「我
們提倡藝術的表現自由、創作自由和欣賞自由。『為人生而藝術』是一個自然
的道理……不過『人生』兩字是廣義的，它可以代表藝術家主觀的人生，也可
以代表藝術家客觀的人生。」他贊成自由創造，卻不贊成絕對個人主義的藝術。
作者弓山在〈繪畫是否要求似？〉（第 35 期，1953 年 3 月 20 日）中承認欣賞
繪畫不必求似，也不必斤斤計較是否看得懂，與物象有所距離仍可以欣賞其色
光之美，顏色變化及構圖的奧妙。

 《學周》在創刊的第一年和繼後的兩三年，雖然不斷有標榜自由、民主、
創造的言論出現，但它所刊登的文藝創作（小說、散文、詩）和評介的文學藝術，
其風格和題材都嫌單調。一般都局限於對家國的感懷、對現實的不滿和個人的
瑣碎情感，而且只是在較短的篇幅中作比較直截粗淺的抒情、寫實。它所評介
的文學藝術也多局限於中外古典到近代文藝，或五四以來的中國文藝，對當代
的文藝思潮與作品甚少接觸，更少認真推介。到 1956 年初，開始刊登台灣比
較成熟的短篇小說、詩作（來自一批不走官方路線的作家）。1956 年 4 月，增
設穗華版，專發表六至七千字長的寫得比較細緻的小說和西方作品譯文。這些
創作可說是功力較好、藝術性較高的，但作者大多是外地人，寫來完全不觸及
香港的現實。民族主義、人文主義和反共成為這時期的創作，思潮的主要特色；
即使有對西方文藝思潮的討論也是五四文化運動以來那種西化派與傳統派之爭
的延續。

 從第 62 到 66 期，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關於青年人應如何看電影的爭鳴。
首先是一位同學提出這個問題，看電影是為了娛樂調劑，他不喜歡嚴肅的文藝
文，卻愛看七彩歌舞片、驚慄片。跟著有同學回應，往後幾期刊出的意見都不
同意他，大都認為娛樂應以「正當」、「正派」為尚，應多看「教育片、倫理片、
文藝片和有正確性的歷史片，不應看肉感片、歌舞片、神怪片。」亦有認為看
電影目的「一方面為消遣，一方面使我們養成判斷及批評的能力。」

 到第 69 期，編者作出總結，透露了其間共收大小來稿七十多件（但只
能刊出一小部分），他的結論是：「青年人要懂得選擇……要分別無聊的色情片，
含有宣傳作用的影片，不要讓他們迷亂、刺激、要多些思索，要了解到和區別
低級趣味」，學習「深入欣賞有藝術價值的好影片」。編者又要求青年學生不
要一味愛看西片而輕視國片，要加強關注國片，「提出其不足之處」，使國片
加快進步。

 同期正好有一篇何夢華的〈站在電影與話劇之間〉回應了這一論調：「從
社會教育這一個觀點上看，話劇和電影都負著同一使命，它們都是藉著適合大
眾的欣賞能力，教育人群，從現實生活中領導群眾，走上正當的道路。」

 五十年代的電影評論有一個共通於左派和右派文化統戰的論調是：電
影應為人生而服務。它們都不欲張揚地要求電影為政治、為人民、為進步的社



會服務，而美言之為「為人生而服務」。分別只在於何謂美好人生，左右兩派
有不同的說法。這樣要求藝術的器用功能，必然導致評論藝術時注重思想，意
識，要求有明確的、正當的主題，能導人向善，並以一般人能欣賞的「藝術手法」
加以表現。其最終目的是帶領群眾逐步走上正確的道路。

 《學周》的電影評論以至藝術評論，稍有不同的是較為開放些，承認
有比較高深的但有藝術價值的影片值得深入欣賞，承認予人「優美恬靜的精神
安息」的古典音樂以外，也可接受張揚感官享受的爵士樂，作為「生活的點綴」
聽聽也無妨。認為欣賞繪畫「也不必斤斤計較是否看得懂」；為人生而藝術也
要考慮到藝術家主觀的人生。

 1955 年 1 月 7 日第 129 期起增加篇幅至出紙三張共十二版，仍售一毫，
除固有的版面外，另增科學世界版、英文版、畫頁和大量刊登青年學生投稿的
種籽版。「快活谷」／「生活圈」、「藝術生活」（易名為「藝叢」）和幾個
文藝版都加強了內容份量。與此同時為學生提供課餘活動的通訊員興趣小組也
增至多個：話劇組、音樂組、體育組、文藝組，每個星期有兩個晚上和星期日
整天，為學生們提供導師、場地作免費練習。此外，每年舉辦一次助學金徵文
比賽，優勝者可獲得數十到數百元的現金資助學費，和力求上進的鼓勵。

與《青年樂園》的競爭 

 1956 年 4 月 14 日，左派支持的《青年樂園》周報（簡稱《青樂》在港
創刊。它的內容、分版、編排和舉辦青年活動的作法，都明顯地有著和《學周》
競爭的意味。不同的是《學周》創刊之初已標示其文化使命、民主自由理念和
國族關懷，《青樂》卻在意識形態上故意低調，不突出它的思想路線，反而強
調趣味性、親切感、主要為莘莘學子提供健康的文娛活動、課外輔導，以吸引
左校以外的學生與職業青年讀者，進而投稿和參與報社舉辦的活動如旅行、球
賽、攝影比賽等。因此，版面內容一般比較《學周》淺易，刊登的投稿也特別多。
至於評介文學、藝術的篇幅就較《學周》為少，偏重刊登攝影、畫頁、漫畫這
些能直觀上吸引人的東西，較少討論觀念、理論的文章。影評卻經常有，但多
是極短的集體評論，每人一小段發表一下意見。要言之，《青樂》的策略是要
平易近人，吸引各種文化程度、階層的青少年讀者，以分化《學周》的影響力。

 但《青樂》似乎搶走了不少《學周》的核心讀者，兩者基本上是各自
發展。在《學周》四周年報慶（第 210 期，1956 年 7 月 27 日）之際，署名耿
不屈的文章〈化腐朽為神奇〉以旁觀者的身份盛讚《學周》在文化戰線上獲得
的成果。他指出海外出版的自由報刊雖然讀者總量上較左派報刊為多，但甚少
風行暢銷的：《學周》是特殊例子。他說：「據知今天港九的大中學生十人之
中有一人買《學生周報》，由此推算，至少十人之中有三人是讀《學生周報》
的。」他認為《學周》能發展出「合乎海外文化情調的新形式」在於：1）富
於活力與趣味性：2）創造了以事象來表達思想而非以理論表達思想的方式。
到九周年報慶之際（第 470 期，1961 年 7 月 21 日）它的社論文章〈像樹木一
樣的生長〉宣稱「左派青年刊物亦正如附在她身上生存的頑藤，但《中國學生
周報》在風雨凌厲之中屹立，在頑藤纏繞之下堅強地生長，永遠保持其青葱的
盎盎生機。」



 上面所引的應景文章不免有著自勵、自勉與自慰之詞。其實對於身處
自由世界、不滿共產政權又崇慕西方民主、自由、科學精神中國人來說，五十
年代香港的大氣候是鬱悶、憂抑的。反共反了十多年，但中共政權並無崩潰之
象。台灣國民政府為求自保實行獨裁，大力壓抑人民的訴求，迫害民主人士、
異見份子，缺乏改革新生的表現。在香港，英政府能允許的民主自由很有限度，
廣大市民既未享有民主自由，亦不懂如何爭取。西方對蘇聯的多年冷戰也佔不
了上風，處於被動。1956 年波蘭工人的反蘇運動和 1957 年的匈牙利政變都給
蘇聯大軍鎮壓了下來，西方只能旁觀吶喊，加不了援手。這些，都不免令海外
中國知識份子為之唏噓，也明白到「反共」是一段漫長的歷史過程，而在海外
做文化工作需要不斷付出持久的努力。

 《學周》在整個五十年代通過文字和文娛活動啟導青年人傾向人文主
義、自由主義，溝通右傾的僑校、有名望的教會學校和受政府控制的官立、津
貼學校間的師生交流、十年間已見成效。但它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科學精神。
仍止於口說的一套，在當時的香港、台灣更不要說中國大陸，都未能落實，甚
至每況愈下，這恐怕難免是令人氣餒的。


